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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依句辨品”说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 刁晏斌�

摘要：黎锦熙先生《新著国语文法》中的“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一句

话长期以来饱受非议，这样的评价并不公平。如果能够把握“辨”等的准确含义，

并且把所指对象限定在“合适”的范围内，“依句辨品”是正确的。这一点，从汉

语词的实际情况、划分词类的标准以及相关的实际工作和研究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证

明。一旦承认了“依句辨品”的合理性，对依附于前一句话的“离句无品”也就没

有理由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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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新著国语文法》（下简称《文法》）以及整个黎氏语法中，长期

以来最受非议的，恐怕就是“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了。这句堪

称“经典”的话已经成为许多论者低评甚至是贬损此书以及黎氏语法的

最有力证据之一。

“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句话的核心是“依句辨品”，客观

地说，它在黎氏语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黎氏“句本位”语法的重

要内容，也是他的词类观的集中反映。它有着浓厚的时代背景，反映了

黎氏自己对汉语词类问题的系统思考，同时也是他语法研究和教学实践

的总结。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关于黎氏语法的论著中，它都成为一

个绕不开的话题。

a 今年是黎锦熙先生诞辰 120 周年，笔者作为黎先生曾长期工作过的北京师

范大学语言学科的一员，谨以本文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

b 刁晏斌（1959—  ），男，山东烟台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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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今天有

可能、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解读“依句辨品”以及相关的认识和评论，争

取正确理解它的准确内涵、认识基础、提出依据以及作用范围等问题，

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新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文拟简单梳理一下以往人们对“依句辨品”说的认识和评价，然

后再给出我们的理解和认识。

一  已有的认识和评价

就我们所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依句辨品”说有以下几种

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一）否定性认识和评价

在一些研究者的心里，“依句辨品”大概用“臭名昭著”来形容也不

为过，所以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所表现的，自然就是对这句话的彻底否定

了，而这样的认识和评价似乎已经成为相当长时间内的“主流话语”。

许多批评者是这样总结“依句辨品”的背谬之处的：先从意义（逻

辑）入手，给词分了类，然后又说词类只能通过具体的句子来确定，这

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先前已经划定的词类，而“离句无品”的“无品”

更是否定了词类的存在，从而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以下一段话说得再

清楚不过了：

“依句辨品”的结果必然是“离句无品”，这就等于取消

了词类。汉语的实词在有条件或无条件下都能充当各种句子

成分，“依句辨品”又要依据在句子中的成分来辨定词类，一

个词充当主语，是名词，到别句充当形附（定语），就转成了

形容词，这就是“依句辨品”的第一步—转类；一个实词

几乎六大成分都能充当，就得出忽而转成这个类忽而又转为

那个类，因而“依句辨品”的第二步—无定类；一个词究

竟是哪一类，只有到具体的句子才能确定，结果必然是“离

句无品”，因而“依句辨品”的第三步—无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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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人把反对的话说得比较圆转一些，或者说不是特别的绝对。

类似的表述也为数不少，例如：

著者在给词类下定义时，既采用意义标准，而在具体

分析时则主张从句法功能上去鉴别。这与《马氏文通》主

要从意义或逻辑上给实词分类相比较是进了一大步，但著

者却又狭隘地解释为：某类词只能充当某种句子成分。这

势必推导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绝对结论。

其实词类的划分并不只在句中观察，还要参照词与词的组

合关系等。［2］

在整个汉语语法学史上，上述否定性评价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在

数量上也是绝对的压倒多数。

总的来说，否定“依句辨品”说的人主要抓住以下几点：

第一，汉语有词类，既然如此，那么“无品（无词类）”就是错误

的，而引出“离句无品”的“依句辨品”也就同样是错误的。

第二，汉语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依句

辨品”说却表明黎氏把二者对应了起来。

第三，词类的分别既然是完全根据句子成分来确定的，就没有必要

建立两套术语。

第四，辨别词的类属不能仅凭词做什么句子成分，还要看词与词

之间的组合关系等，也就是说，“依句辨品”说即使是正确的，也是片

面的。

（二）肯定性认识和评价

相对于否定性认识和评价来说，对“依句辨品”说表示完全肯定的

人少而又少，但是我们还是听到了这样的微弱声音，例如：

黎锦熙先生认为区分词类的标准是词语的句子成分功能

（结构主义描写语法使用的术语是“句法功能”），因此区分词

类必须要在句子里面来进行，因为离开具体的句子，孤立的

词语就不具有任何句子成分功能。所以，“依句辨品”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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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如果措辞不当，无关大局，不应该大批特批，何况如果

不是有意曲解，措辞并非不当。至于“离句无品”，也没有

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孤立的词语，而词典和词

表中的词语仅仅是语言学家的抽象产品，一切真实的词语都

只存在于鲜活的句子里面。［3］

相对来说，表示“有限肯定”的人倒是多一点，例如：

《文法》认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那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依句辨品”，用句法来控制词类是《文

法》对汉语“特质”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肯定。

当然每一次探索并不总是成功的。……退一步说，《文法》谈

的“依句辨品”，用句法来控制词类也含有合理的因素，我们

今天在区分词类时，不是也把经常充当某种句子成分作为某

类词的一个语法特点吗？［4］

这段话的“肯定”程度显然不高，而以下一段话则要高出许多：

其实，历史地去看，应该承认前者的词类观并非完全

无理。当一个词孤立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属于什么词

类呢？必须根据一定的用法，而用法是在句子之中的。黎

氏主张“词类要把句法做分业的依据”，是引进句法的形式

标准。这才是“依句”之原意。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依句

辨品”有理。如果是绝对孤立的状态，我们无法知道其用

法，那也就无法决定其类别，因此，“离句无品”也就并不

无理。［5］

相对于否定的一方，持肯定性意见者的论述或论证一般都不够充分，

并且往往是基于某一理解或限定在某一作用范围内的“有限”肯定，比

如以下一段话就非常典型：

如果扬弃黎先生的主张中不合理的方面和具体的内容，

“依句辨品”这一说法本身还是符合汉语实际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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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分为二”的认识和评价

有一些评论，既指出“依句辨品”说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的合理

性，同时也指出它的问题，尽管不少具体内容还可斟酌，但至少给人的

感觉相对客观一些。比如，吕叔湘把“依句辨品”理解为黎氏的词类划

分标准（详后），他在说完“这样划分词类有两个优点（一是没有游移不

定的情形，二是词类和句子成分的关系单纯化了）”后，又指出了这种分

类法的很严重的缺点所导致的三个后果，即：不能从词的意义方面说明

词类，脱离句子的词不能说明它属于哪一类（词无定类、类无定词），没

有必要建立词类和句子成分两套术语。［7］

此外，像上一类评价，有些也是在有所否定的前提下予以肯定的，

所以与此类也相去不远。

另外，我们还看到有的研究不以对此话的褒或贬为归依，而是着重

阐发它的原理和内涵，并试图进行重新解读。比如，亢世勇认为，“依句

辨品”是一种辅助性的词的归类标准，［8］这一观点就颇有新意。

再比如，《文法》的“词类与句法的关系”一节中有一段话可以看

作是对“依句辨品”说的一个解释：“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无从

分别，必须看他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属于何种词

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他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格

的分业。”对此，许嘉璐说道：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段话的意思是汉语的词缺

少屈折语那样的外部形态，因而无从根据词形加以分别，必

须根据词在句中所表现出来的句法功能进行判断（“依句辨

品”）。汉语的词类（说“九种”，其实问题主要出在“实体

词”、“述说词”、“区别词”，亦即名、动、形三类上）的界限

是不严格的，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体现出不同的句

法功能，就变更为别的类。如果不把词放到句子里去观察呢，

就难以判断它是什么类（“离句无品”）。［9］

我们认为，这样的解读是十分有益的，并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时

至今日，我们或许可以而且应当跳出既有的思维模式或既定的框子，来

重新解读和评价这一在黎氏整个语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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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几个关键词的理解和界定

我们认为，要准确理解“依句辨品”，重要的一点是抓住关键词

“辨”的准确含义，这样才能纠正误解、明确“依句辨品”的根本目的和

适用范围；另外对“句”的所指和“品”的内涵也要有准确的把握，因

为它们也是决定如何理解“依句辨品”的关键性因素。就我们所见，以

往的研究中，人们对这几个词的理解和阐述并不完全相同，而某些不正

确或不准确的理解以至于批评，也大都与此有关。

（一）“句”的具体所指是什么

“依句辨品”中“依（依照、依据）”的对象是什么？当然是“句”，

也就是“句子”。

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太过笼统，它应当具体地落实到句子中的某

一部分或某一内容上边，而不应该是整个抽象的句子。以往的研究者们

对这里的“句”的具体所指理解并不相同，就我们所见，主要有以下两

种说法。

1. 句子成分说

即认为“依”的具体对象是句子成分。吕叔湘在批评“依句辨品，

离句无品”时指出：“词类的分别既然是完全依据句子成分来定，就没有

建立两套术语的必要，有一套尽够了。”［7］林玉山也说，“依句辨品”是

要“依据在句子中的成分来辨定词类”。［1］

甚至有人还据此概括出了“句子成分标准”，比如周有斌说：

“词汇意义 · 句子成分”标准。这是黎锦熙先生在《新著

国语文法》中提出来的标准。它是双重标准：一条是静态标

准（词汇意义），另一条是动态标准（句子成分）。因此，有

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双轴制。静态标准用来确定词未入句时的

词性；动态标准用来确定词入句后的性质。［10］

以上说解与黎氏自己的表述完全吻合，《文法》中说：“本书以句法

为本位，词类多从句子成分上分别出来。”这就十分清楚了：“句”就是

指“句子成分”。黎氏有时用别的指称形式，但是所指也是相同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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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中还说：“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无从分别；必须看他在句

中的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属于何种词类。”这里的“位置”和

“职务”依然是指词所充当的句子成分，因为黎氏自己列出的公式是：用

作主语、宾语和某些类型的补足语的是名词，用作述语的是动词，用做

名词的附加语的是形容词，用做动词和形容词附加语的是副词。［11］

正因为“句”主要就是指句子成分，所以甚至有人干脆说“句本位”

准确地说应该是“句成分本位”。［12］

另外，有人说“依句”是看词在句子中的句法功能，也有人说是看

词在句中的“位次”，其实最终依然还是落在句子成分上，因此其实质是

相同的。

2. 词义说

即认为“句”指词在句子中所表现的意义。这一观点，以何容说得

最为明确：“‘依句辨品’就是依句辨义，辨词在句中所表现的观念，再

依义辨类。”［13］（P37）因为何氏坚信黎氏是按意义给汉语的词分类，因而分

出来的是“义类”（详后），所以他才认为这里的“句”是指词在句子中

的意义，根据这个意义与“义类”的吻合与否，来确定它具体的类属。

对此，李志兵作了以下的补充与生发：

“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操作规则是：“先察句，定其

式，次论词，得其神。”也就是遇到一个句子，要先看明白哪

一部分是主语，哪一部分是述语，哪里是附加语，然后在本

句里求得每一个词的义的解释，所以“依句辨品”就是依句

辨义，辨词在句中所表达的观念，再依义辨类。［14］

董杰锋对此也表示认同，他说：“《文通》的‘依句辨义，依义定类’

同《文法》的‘依句辨品’，提法不同，实质无异。”［15］

持“词义说”的人认为，“辨义”只是手段，它的目的仍旧是“辨

品”。这一点，上引何容和董杰锋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董氏还着眼

于《文法》与《文通》的继承关系进一步说道：“这两部著作，在划分词

类的原则上，只不过《文通》绕个弯子，增加个字义，成为‘依句辨义，

依义定类’，而《文法》则更直接更明确地提为‘依句辨品’罢了。这就

不难看出，《文法》跟《文通》之间的传承关系。”

“依义辨品”虽然也要关注句子成分，但立足点是“意义”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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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因而与“句子成分说”有实质性的区别，而这一差异则来自对

“品”内涵认识的不同。

（二）“品”的准确内涵是什么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品”就是指“词类”，黎氏自己有时也

用“词类”来替代“品”字，基本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 1954 年出

版的第十九版《文法》重订本，就把此句改为“凡词，依靠句形，显示

词类”。

语法学中所说的词类是指词的语法分类，然而人们在批评黎氏时，

总要提到他按意义给词分类（这里指的主要是实词）。既然如此，那么他

所分出来的词类似乎就不是语法的类了。在以往的相关论著中，有些人

虽然没有明言这一点，但在批评黎氏时已经着眼于此了。比如林玉山说：

“既然按意义把孤立的词分了类，又依句辨品，就不承认词的分类了，原

来分的词类就不作数了，违反了传统的语法。”［1］

也有人明确指出，黎氏按意义标准分出来的只能是意义的类，何容

就说：“我们的文法家对词类的区分虽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可是他们却

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词类是由词义的不同而分的……他们所辨或所

定的类都是义类。”［13］（P36）

黎氏的“品”到底是“义类”还是语法类，还是二者兼备？如果

对此不加区分、混为一谈，抵触和矛盾就在所难免了。如前所述，多数

人以及黎氏自己都说“句”实指句子成分，所以“依句”就是贯彻功能

标准，那么由它“辨品”，所“辨”的自然应当是词的语法分类。这样，

“依句”所“辨”的“品”与先前已经划分好的语义的“品”就没有了同

一性，而以此“品”取代彼“品”，等于是偷换了概念，犯了逻辑错误，

并且实际上还用语法的类否定了先前已经划分出来的语义的类。

所以，我们需要澄清这一问题：到底是一个“品”（语法的类），还

是两个“品”（意义的类、语法的类）？

由意义的不同而分出的词类就一定是“义类”吗？我们的回答是不

一定。而就黎氏语法来说，虽然是从意义上来表述和定义词类的，但是

他所分的类却并不是意义的类，而是语法的类。我们的理由大致有三：

其一，按意义划类及给出定义是国外传统语法惯常的做法（详后），

但是谁也不会由此否认传统语法所分的是“语法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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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直到今天，不少人依然从意义上来定义词类。比如邢福义

《汉语语法学》说“名词是表示人物时地的词”，而许多语法教材也取这

样的定义方式，但是大家对他们所讨论的都是词的语法分类这一点却毫

无异议。

其三，前已言之，黎氏自己以及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依”的对象是

句子成分，或者说是词的语法功能，既然如此，那么最终所“辨”的就

不应该是语义的类，而只能是语法的类。

孙良明说：“马氏是按词义标准划分词类的，按词义标准划分语法

类，将实字词、虚字词作为语法词类的上位类不是没有道理的。”［16］按，

马氏如此，黎氏也是如此。

那么，黎氏为什么要从意义入手来给词进行语法的分类呢？我们认

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 仿照国外传统语法

对于《文法》一书，人们公认它比较多地借鉴了《纳氏文法》。有人

就词类的定义问题进行了二者之间的比较：

《纳氏文法》重视功用，不强调形态，对词类的定义是：

“Words are classified acording to the purpose that they are used 

for，and every such class is called a Part of Speech.”《新著》的

词类定义是：“就语词在语言的组织上所表示的各种观念的性

质，分为若干种类……”［17］

我们再看词类的定义。

比如，《文法》中的名词定义是“事物的名称，用来表示观念的实

体”，而据陈满华说，“纳氏根据逻辑意义定义各个词类，体现了传统

语法的特点”，比如名词的定义是“用以命名某一事物的词叫‘名词’，

如‘船’、‘狐狸’、‘房子’、‘人’。故名词乃命名词（the naming word）。

（‘noun’和‘name’实质上一样，不过拼写有异。）”另外陈氏还提到，

纳氏书中还有一个更简短的定义：“名词是为人或物命名的词。”［18］

其实，《纳氏文法》的词类命名方式代表了传统语法的普遍做法，比

如，《牛津英语语法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的“noun”条

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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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raditional grammar，nouns are defined notionally as “the 

name of a person，place，or thing”.

戴维 · 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名词”条下

也说：“传统的定义是‘人、事物或处所的名称’，但‘名称’和‘事物’

这种概念的模糊性（例如 beauty‘美丽’是不是事物？）导致语言学描

写转而采用句法和形态学的形式和功能标准来分析这个词。因此，用语

言学的术语，名词是这样一些语项，它们有某些屈折形式（例如格或

数），有独特的分布（例如可跟在介词后但不能跟在情态动词后），具有

某些特定的句法功能（例如充当句子的主语或宾语）。名词一般分为普通

名词和专有名词两类，并可从数、性、格和可数性等方面来分析。”

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有一小节题为“印欧

系语言怎样划分词类”，其中引用了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对词类的解

释：“在俄语里，词分成若干类，以它们的基本意义，以每一类所特有的

语法范畴，以造词和造形的类型，互相区别。”下边还引用了该书对“名

词”的说明：先说名词是“表示物件，或者作为表示物件的现象”，然后

才说到变格的形式有单数与复数等。

把以上所引用的内容与黎氏的词类定义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以下

两点：

第一，黎氏的“意义标准”确实是有依据的，这也就是他自己在

《文法》中所说的“九品词类，大致是依照世界文法分别词品的通规而

定的”。

第二，黎氏在词类划分及界定中只提意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汉语基本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态变化，所以无法从词的形式方面进行说

明和描述，因而就只剩下意义方面的表述了。

当然，每个词都有它的语法功能，但那要入句以后才能描述和确

定，相对于意义上的分类来说，前者显然更重要，所以黎氏才提出“句

本位”，强调从功能入手来明确汉语确切的词类归属及其特点，即“讲词

类要在句子中讲，这样词类才能获得生命，才不是静止的标准，才不是

解剖下来的尸骨头，才有生命力”。［19］正因此如此，所以黎氏才提出要

“依句辨品”。

2. 由意义入手给词划类的合理性

在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很多人都是从意义入手来给词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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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指出：“实词的分类，当以概念的种类为根

据；虚词的分类，当以其在句中的职务为根据。这是很自然的标准。实

词既然对于实物有所指，自然可以拿概念为分类标准；这种分类，简直

可以说逻辑学上或心理学上的分类，完全不以词的形式为凭，正因中国

的词不带词类的标记，所以不顾词的形式才是词类区分的正当办法。”

即使后来把意义看作分类的“半个标准”的吕叔湘也说：“归总一句

话，无论用什么方法划分词类，词义是一项重要的参考标准，如果一种

分类法的结果有跟词义大相冲突的地方，准保不受欢迎。”［7］

如果说上引王力的说法有些绝对的话，那么仲崇山的话就客观得多

了：“词类是以意义为基础的语法分类。我们认为，所谓词类以意义为基

础，一是指词类的划分以意义为内在依据；二是指意义可以作为词类划

分的初始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正好互补，我们可以先按意义

标准确定常见词类的典型成员，在此基础上，运用功能标准进一步划分

词类。”［20］

意义或逻辑的类，是任何语言都有的一种自然划分，它是真实可感

的，也是非常容易归纳和把握的。它之所以容易与语法的类相混，或者

是被当成语法的类，是因为二者之间有基本的、粗疏的对应关系，最主

要的就是三大类，如黎氏自己在《文法》中所说：“人们意识中反映的对

象，实只有三方面：一，实体；二，作用；三，性态。一个观念的内容，

虽有完全具备这三方面的可能，但句法上语词的任务，各只能担当一方

面，因之大多数有对象的语词，就在本质上照这三方面分为三大类：一，

实体词，表实体的，就是名词、代名词；二，述说词，表作用的，即动

词；三，区别词，表性态的，即形容词、副词。”

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划分词类都不能完全排除意义的标准，换句

话说，由意义入手来划分词类本身有相当的合理性。

（三）“辨”的正确意思是什么

黎氏自己特别强调“依句辨品”的“辨”是“辨别”，而不是“划

分”，他说：

并不是说“依句‘分’类”，要依靠词儿进入句子组织中

才“区分”得它的词类出来：“依句‘分’类”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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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句辨类”是压根儿没问题的。［21］

而在《文法》1951 年第 14 版的“今序”中，也进一步强调说：所

谓“依句‘辨品’”，只能说为依照句法来对词类更加明“辨”，不能说

“依句‘分’品”。

黎氏一再强调“辨”的意思，实在是有所指的，其所指就是许多人

把“依句辨品”理解为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和操作模式。比如，吕叔湘

《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按照句子成

分区分词类的优缺点”，下边在介绍了“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说后，先

指出“这样划分词类有两个优点”，然后又说“至于这种分类法的缺点，

那是很严重的”。很显然是把“辨品”理解为“分类”了。有此观点的远

不止吕氏一人，再如文炼、胡附在评介了“依句辨品”说之后这样写道：

“我们反对词不在句中便不能分类的说法，并没有否认分析句子的成分与

区分词类两项工作之间的密切联系”。［22］

后人也多有因循前人这种见解的，比如：

《文法》语法体系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作者语法观念的不

断更新，如关于划分词类的标准，黎先生有著名“凡词，依

句辨品，离句无品”的理论，后来吸取汉语词类研究新成果，

改为“凡词，依靠结构，显示品类”。［23］

黎先生的“句本位”语法是先把句子分成六大成分，然

后依据词在句中所担任的句子成分来划分词类。［24］

“辨别”与“划分”大不相同，后者是从无到有地把词分成若干个

类，即通常所说的“分类”；而前者则是在已有分类的基础上来对词的具

体身份与类属加以辨认和甄别，其最终目的是给词“归类”。所以，二者

有“分类”与“归类”之别，内涵根本不同。按“分类”来理解“辨”，

自然就导致了前边所说的矛盾。

如果不把“辨品”理解为“分类”，而是理解为在“辨别”基础上

的“归类”，上述批评自然就难以站得住脚了。由此所反映的认识是，词

类是固有的，可以“依照世界文法分别词品的通规”（或者说比照印欧语

的划分方法及结果）作一个大致的划分。但是因为汉语的词类没有词形

上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别性特征，所以在“词库”中，或者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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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用的情况下，有相当数量的词的词类属性并不特别明确，因此，要

想区分它们，看它们到底属于哪一类，就只能依靠它们在句子中的表现，

也就是充当什么成分来加以辨别。黎氏认为，要明确分辨词的类属，这

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所以他才说这“是压根儿没有问题的”。

三　“依句辨品”的合理性

虽然历经批判、饱受非议，但是黎氏却一直坚持认为“依句辨品”

是正确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进一步思考其中所蕴涵的道理。

我们认为，“依句辨品”有其合理性，是符合汉语词的特点和实际的

一种确定词类的操作原则和方法。以下我们对此试作讨论。

（一）从汉语词的实际情况看

关于汉语词的特点，人们已经说过很多了，现在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是“缺少像印欧语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这是作为分析语的汉语

与其他屈折语的最重要区别。正因为如此，有些时候仅凭某些词的形式，

在静态的贮存状态下无法判定它所属的词类，而只有在具体的句子中，

在动态的使用状况下，才能够确定它的类属情况。

20 世纪 50 年代，高名凯提出了汉语实词无词类的主张，主要就是

基于对其上述特点的认识。他说：“如果有某一特定词类所能有的特殊形

态变化，就有这类词的存在。因为这变化就是形式。英语的名词、动词

等，有的时候，没有名词或动词的词尾，然而都有多数单数等语法范畴

的形态变化，因此，英语有词类的分别。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汉语的词有

形态变化，那末，汉语就有词类的区别了。问题在于到底这些形态变化

是否存在于汉语？”［25］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他认为汉语实词没有

词类的分别。

刘正埮支持高名凯的主张，他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汉语和印欧语系

语言不一样，汉语中没有词的特殊形式—形态，汉语的实词就不会有

词类的分别。……所以我也觉得划分实际上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中的实

词是劳而无功的。同时一个词既没有形态变化，又具有几种不同的功能，

是不宜主观地、人工地分类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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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不同意上述二位的意见，但是却无法否认他们所说的汉语

词的上述特点，而这一点，当然会对确定每一个实词的词类归属、甚至

词类的划分产生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而由此也说明了“依句辨品”

的合理性。

（二）由划分词类的标准看

在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中，划类标准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周

祖谟曾经总结他人观点，归纳为三条，即：按照词在句中的作用来定，

按照词与哪一类词粘合或不粘合的性能来决定，按照词的形态来定，并

且申明这第一条就是依黎氏所说的从句子的作用来看词类。［27］王力也

提出了划分词类的三个标准，认为其中的句法标准“应该是最重要的标

准”。［28］吕叔湘说：“有两个半东西可以做语法分析的依据，形态和功能

是两个，意义是半个……汉语有没有形态变化？要说有，也是既不全面

也不地道的玩意儿，在分析上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29］由此可见，真

正适合汉语词的特点的分类标准，主要还是词的语法功能，而语法功能

就包括“词充当句法成分的功能”。［30］

郭锐说，“经过多年的讨论，汉语词类划分应以词的分布为依据已成

为学者们的共识”，他在研究中提出了确定汉语语法功能的等价性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列出了一些确定词类的等价束，如体词的等价束是“〈主

语〉，〈宾语〉，〈定〉～，〈数量〉～”。很显然，这依然用的是词的语法

功能。［31］（P144）

总之，无论人们怎样看“依句辨品”，在实际的分类（当然也包括归

类）操作中，都离不开它所揭示的方法和原则，所以李临定说，“《新著》

的这一观点，和现在多数人所采用的根据词与词的组合能力划分词类的

观点是一致的”。［32］

（三）由黎氏自己的说解看

黎氏曾说自己的句本位是“词已定类，依句转类”的“泛转派”。［33］

这其实是对“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一个很好说明。

如前所述，黎氏对“依句辨品”说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对“辨”准

确含义的说明上，此外，也有对其他一些批评的回应。比如前边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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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词的类属不能仅凭词做什么句子成分，还要看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

系等。对此，黎氏这样说道：

其实，“辨”是辨别，依着句子的组织来“辨别”固有的

词类，正和依着“词组”来“鉴定”词类是同样的意义。［21］

这表明，黎氏其实并没有把“依句辨品”当成辨别词类的唯一方式，

他也承认借由词与词的某些组合关系，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这样的意思黎氏早就表达过，《文法》中说：“若干个词组合起来成

为一个短语，若干个词或短语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句子；就句子或短语来

考究其中大小观念连结配置的方式和所担任的职务，归纳成几个简单的

部分，就是句法成分。”这里把句子和短语并列，二者都可以用于考察和

归纳句法成分，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其实，在我们看来，“依句辨品”和“依词组辨品”在道理上是一

样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回事：二者都是强调要从词的语法

表现入手来辨别词类；另外，词组毕竟不是交际单位，它最终总要实现

为句子或句子成分，因此，如果我们说“依句辨品”实际上已经包含了

“依词组辨品”，大致也不为过，甚至我们还可以把“依词组辨品”看作

“依句辨品”的一种“简化”形式。这样，把“依句辨品”看作一种片面

方法的主张也就站不住脚了。

（四）由其他学者的相关讨论看

对于汉语词类问题，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许多都

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依句辨品”的思想。比如邢福义曾经正确地指出，

汉语的词总是“入句显类”，即进入具体的句法结构之后才明确地显示它

的类别。此外，汉语的词还往往“入句变类”，即孤立地看，只能是甲

类，但进入句子后，有时却变成了乙类。就基本情况说，入句结果和语

法特征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汉语里，作为词的最基本的语法特

征，不管是组合能力方面的（能或不能跟什么词或什么成分发生组合关

系），还是造句功能方面的（能或不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都只有在入

句之后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都只有通过入句结果才能看得到、抓得

住。［34］这样的表述，简直可以说是对黎氏观点的最好注释，而类似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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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并不鲜见。

（五）由相关的研究和实际工作看

笔者曾经与一位主编过多部有影响的工具书的老先生交流过对“依

句辨品”的看法，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编写词典，在标注词性的时候

就是在“依句辨品”。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以下是徐枢、谭景春二位学者对《现代汉语

词典》第 5 版词性标注原则的介绍：

语法意义是划分词类的内在基础，语法功能则是词类性

质的外在表现，二者是密切联系的。我们在划分词类时综合

考虑词的语法意义和词的语法功能，但在具体操作上主要依

据词的语法功能。语法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做句法成分

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大小，如能否做主语、谓语、定语、

补语等；二，词和词的组合能力， 如能否受“很”修饰、能否

受数量词修饰、能否带“了、着、过”等。语法意义是指词

的类别意义。［35］

“依句辨品”在古代汉语词类以及相关研究中意义和价值更大，因为

古代汉语词以单音节为主，其使用习惯乃至于规则等与现代汉语有较大

的差异，总的可以概括为灵活性更强、限制更少。这样，辨别词性或是

给词归类，对句子的依赖性就更强，即如许嘉璐所说：“句本位”产生的

土壤是缺乏狭义形态的汉语实际；它的核心“依句辨品”，恐怕谁也难以

摆脱，古代语法的研究更离不了它。［36］

“依句辨品”的合理性还表现在用于计算语言学方面所取得的初步成

功。对此，胡明扬这样介绍道：

吴蔚天主持的汉英机译系统是第一个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的先例。他在研制过程中对现有各家语法体系经过反复筛选，

最终采用了黎锦熙先生的传统语法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一个“入句辨品”和“完全语法树”模型，取得了成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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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由国外的某些研究来看

从外国学者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可以证明“依句辨品”说的合理性。

彭赏、刘正光谈到，近年来，国外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从词类不充分赋值

角度研究词类的功能游移。他们认为，词库中存储的是词根而非词，且

词根没有词类的区分。词的形成与短语的形成机制是一样的，都形成于

句法层面而非词汇层面。当某个词根出现在名词性环境中，该词根显现

为名词，当它出现在动词性环境中则显现为动词。也就是说，在词库中

词根的词类是没有赋值的，在句法结构中才被赋值。词根的意义以意象

图式的形式存储于词库中，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出现位置引发适当的凸显，

词根显现为名词意义或者动词意义是凸显意象图式不同方面或部分的结

果。这个观点与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点相似：

“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37］

四　余论：“依句辨品”的局限性及其他

以上我们从六个方面说明了“依句辨品”的合理性，然而，“合理”

并不等于完全正确，并不等于就没有任何局限性了。我们认为，“依句辨

品”的最大问题是“言凡”，也就是绝对化了。这就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

误解：

“依句辨品”认为只有在句子中才有词类，这实际上等于

取消了词类，也就是取消词法，这正是所谓“离句无品”。［15］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词类中的每一个词都需要“依句辨品”的。按

功能语言学的连续统观念，那些典型范畴，即每一类词中的典型成员一

般不会发生功能的游移，所以它们无论入句与否，词性都是比较明确的，

因而基本不需要“辨品”；只有那些非典型范畴，即处于与其他词类交界

处的词，才经常会发生功能游移，因而才需要“依句辨品”。亢世勇明确

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依句辨品’所能区分的词只占整个词类的很

少的一部分。”［8］是不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调查因而没有发言

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依句辨品”的对象绝对不会是每一个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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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其实黎氏自己也已经作过说明，他在《文法》的“引论”中说：

“并且词类底区分，有些要由词类在句中的功用来决定。”

以下两段论述基本也都可以作这样的解读：

而词类的语义范畴中的典型成员身份都是非常明确，意

义标准只是对那些非典型成员无能为力。［38］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依句辨品”的办法，对解决词的

跨类（包括兼类和活用）问题是很有用处的。［39］

到了后来的修改版中，黎氏自己也重新作了表述。初版中“国语的

词类，在词的本身上无从分别，必须看他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认

定这一个词属于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他们在句中的位置或

职务而变更，没有严格的分业”一句，后来改为“国语的词类在汉字形

体上无从分别，在‘词义’的性质和复合的形态上虽有主要的分别，还

须看他在句中的位次、职务，才易确认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对

此，许嘉璐作了以下的解读：

所谓“词义”的性质有“主要的分别”，指的是词类之

间，在“表示的各种观念”上显著不同，“复合的形态”指的

是构词法与词组两个层次上的形态，“虽有”、“还须”取代了

原来的“必须”、“才能”，把“依句辨品”从唯一标准变为重

要标准。［36］

这样基本就回归于客观和理性了。而黎氏自己对“依句辨品”说的坚持，

应当是以这样的认识和表述为基础的。

说完了“依句辨品”，以下再简单讨论“离句无品”。

对于“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一句话，以往绝大多数的批评

者似乎更加注重“离句无品”。人们认为它的实质就是“无品”，也就是

无词类，并在此基础上对它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否定，并由此反推或证明

“依句辨品”的无理甚至于荒谬。

但是，在我们看来，“离句无品”正是“依句辨品”的自然、合理延

伸，换句话说，如果你承认了后者，那么也就很难有充分的理由否定前

者。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正如袁毓林所说：“词义对词类的形成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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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词的意义只是为该词可能有什么样的用法

提供了可能，最终能不能被概括进某一词类，还得看它到底有哪些用法，

占据了哪些分布位置。”［40］所以，如果不看词“到底有哪些用法，占据

了哪些分布位置”（换句话说，就是不“依句辨品”），词的分类和归类自

然也就无从谈起，而这就是“无品”。

所以，我们认为，对“离句无品”的理解和评说不能离开具体的语

境，具体说来，就是要准确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它实际上是依附于“依句辨品”，从反面来强调前者的重要性

和唯一性的。

第二，“离句无品”的所指范围同于“依句辨品”，即都是针对“有

些”词，而不是所有的词。

众所周知，黎氏后来对“离句无品”一句作了修正，并且多次“认

错”，但却似乎从未说出实质性的理由，只有 1955 年的一句话可以算作

较为直接的说明：“所以饶上的这句‘离句无品’是非常不正确的。这是

旧知识分子说话爱夸大其词。”［41］我们认为，这两句话值得注意，前一

句的“饶上”正好印证了我们上述两点中的第一点，即它是附着于“依

句辨品”的追加性话语，因而只能在前句限定的范围内理解；后一句则

客观地说明了我们前边提到的局限性，即“言凡”。

把我们的观点简单总结一下：如果把作用范围限定在合适的范围内

（即“有些”词而不是所有词），“依句辨品”是正确的，而在同一范围

内，“离句无品”同样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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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Sentence

“For All Words, the Word-class Is Based on the Sentences”
Diao Yanbin

Abstract: There is a sentence that “For all words, the word-class is based on 

the sentences; there is no word-class without the sentences.” in Li Jinxi’s A New 

Gramma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It has long suffered criticism, but this 

evaluation is unfair. If you can grasp the precise meaning of “identify” and restrict 

the object it referred to within the “appropriate” range, “the word-class is based 

on the sentences” is correct. This can be proved by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words,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word-class and the practical work and research 

related. If we accept the “the word-class is based on the sentences” as rational, 

there will be no reason to deny “there is no word-class without the sentence” which 

attached on the sentence before. 

Key words: Li Jinxi（黎锦熙）；A New Gramma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新著国语文法）；word；word-class

励耘学刊语言卷.indd   21 2011-2-27   18:06:58


